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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安全风险危害因素来源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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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 上海  200092) 

摘  要: 水产品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是健康膳食所需的宏量和微量元素的较好来源。随着人们对水产

品营养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入, 水产品消费迅速增长, 同时水产品安全问题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研究全

面深入地分析了水产品的生物性风险、化学性风险、物理性风险, 以及气候变化对水产品安全的影响, 提出了

加强水产品安全的措施及建议, 以期为我国构建完善的水产品安全保障机制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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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quatic products are full of various vitamins and minerals, which is a good source of macro and micro 

elements required for a healthy die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nutritional value 

of aquatic products, the consumption of aquatic products is growing rapidly, and the safety problem of aquatic 

products has also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d deeply analyzed the biological, 

chemical and physical risks of aquatic products,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safety of aquatic 

products, and put forward th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enhancing aquatic product safety,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ur country to construct perfect aquatic product safety guarante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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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6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

况》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近 50 年来, 食用水产品的全球供

应量增速已超过人口增速 , 1961~2013 年间平均增幅为

3.2%, 世界人均表观水产品消费量已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9.9 kg 增加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 14.4 kg, 2013 年达到   

19.7 kg, 2014~2015 年将进一步提高到 20 kg 以上[1]。水产

品消费的迅速增长使其安全问题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关

注。水产品安全风险危害因素来源包括生物性危害、化学

性危害和物理性危害, 此外, 气候变化也会对水产品的安

全产生一定的影响。本研究从可能危及人类健康的水产品

危害风险来源对其做详尽的分析, 以期为我国建立完善的

水产品安全保障机制提供借鉴与参考。 

2  生物性风险 

水产品的生物性风险主要源自于病原菌、病毒和寄 

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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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病原菌 

与水产品相关度较高的病原菌主要是副溶血性弧菌、

创伤孤菌、霍乱弧菌、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性李斯特

氏菌、金黄色酿脓葡萄球菌、肉毒杆菌、大肠杆菌、气单

孢菌和邻单胞菌等[2], 其分布、主要传播途径和症状见表 1。 

2.2  病  毒 

病毒颗粒微小, 通常以纳米为测量单位, 它结构简单, 

只含一种核酸(脱氧核糖核酸或核糖核酸)。病毒没有自己

的代谢机构, 没有酶系统, 因此必须生活在其他生物的细

胞内, 利用宿主的营养物质来自主复制和自我繁殖。与水

产品存在清晰的流行病学关联的主要是诺如病毒和甲型肝

炎病毒[13]。 

诺如病毒属杯状病毒科, 可通过人人传播(粪口途径

或接触呕吐物微粒等)、食物性传播(生吃水产品等)、水源

性传播等多种途径传播。近年, 由于水环境的污染, 许多 

水产品遭受诺如病毒的污染, 特别是作为滤食性水生动物

的贝类, 很容易从污染的水中富集大量食源性微生物和病

毒[14]。在欧洲, 一项针对 39 个牡蛎养殖场的调研显示,  

76.2%的贝类样品中检测出了诺如病毒[15]。诺如病毒传染

发生的几率高(＞50%), 且少量(10~100 个)病毒粒子即可

引发感染[16]。感染诺如病毒的常见症状是恶心、呕吐, 腹

痛、腹泻、发烧等[17]。 

甲型肝炎病毒呈球形 , 直径约为 27~32 nm, 无囊  

膜, 呈 20 面体立体对称。它主要通过粪口途径(病毒随患

者粪便排出体外, 污染水产品)、水源传播, 少数通过人人

或血液传播, 污染率及病毒的扩散也受到卫生环境的极大

影响[18]。甲型肝炎病毒的临床症状主要有 4 个阶段: 一是

无症状期, 此时病毒在宿主中进行复制; 二是黄疸前期, 

主要表现为厌食症、恶心、呕吐和心神不宁; 三是黄疸期, 

此时出现黄疸及肝脾肿大; 最后是恢复期[19]。 

 
表 1  病原菌的分布、主要传播途径和症状 

Table 1  Distribution, route of transmission and symptom of pathogenic bacteria 

名称 主要分布 主要传播途径 症状 

副溶血性孤菌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热带和温带的河口、入海口及

沿海区域。 

食用带菌水产品。 急性水样腹泻、呕吐等。少数

情况下出现伤口感染及危及生

命的败血症等[3]。 

创伤孤菌(Vibrio vulnificus) 近海的海水、水生生物及海底

沉积物中 

食用带菌水产品或伤口接触带菌海

水或水生生物。 

突然的发热或发冷、恶心、腹

痛等。不仅引起胃肠炎, 还可

引起蜂窝织炎和败血症[4]。 

霍乱孤菌(Vibrio cholerae) 水体环境中。 食用带菌水产品或水源。 剧烈的呕吐、腹泻和失水, 若

抢救不及时, 病死率较高[5]。 

沙门氏菌(Salmonella) 广泛分布于自然界及寄生于人

类和动物肠道内。 

食物和水源传播。经化粪池、下水

道或暴雨径流渗透至地表水, 在河

口大量繁衍。生加工时通过带菌的

加工环境、用具和操作者得以感染

及传播。 

恶心、呕吐、腹痛、发热等。

可引起伤寒、副伤寒、感染性

腹泻、食物中毒和医院内感  

染[6]。 

单核细胞增生性李斯特菌
(Listeria monocytogenes) 

土壤、水域(地表水、废水、污

水等)、腐烂的植物、动物粪便

和食品加工环境中。 

食用带菌水产品, 并通过粪口传播。

该菌还可通过破损皮肤、粘膜进入

体内而造成感染。 

败血症、脑膜炎等[7]。 

金黄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空气、土壤、水和恒温动物包

括人的的皮肤、腺体、黏膜当

中 

经破损的皮肤和粘膜(包括口咽部、

肠道等)进行传播侵入人体、或食用

带菌的水产品而致病。 

恶心、呕吐, 其他症状包括腹

痛、腹泻、眩晕、颤抖、虚脱, 

有时伴有高烧等症状[8]。 

肉毒杆菌 

(Clostridium botulinum) 

缺氧环境中如土壤和水环境沉

积物、罐头水产品、真空包装

及密封腌制水产品中。 

食用带菌腌制灌装水产品。 眩晕、视力模糊、四肢麻痹, 若

不及时治疗, 还会导致呼吸肌

及心肌麻痹[9]。 

大肠埃希氏菌 

(Escherichia coli) 
水 体 环 境 及 人 和 动 物 的 肠  

道中。 

食用带菌水产品或水源。 出血性肠炎、溶血尿毒症等[10]。

气单胞菌(Aeromonas) 水环境如地表水、海口、河水、

湖泊、蓄水池、供水系统、下

水道、地下水。 

食用带菌水产品。 75%~89%的病人腹痛、轻度腹

泻和持续低温 , 3%~22%的病

人出现胃痉挛和便血等痢疾症

状[11]。 

邻单胞菌(Plesiomonas) 水环境、鱼、动物和人类肠道。 食用带菌水产品。 腹泻及肠外感染如脓毒症和脑

膜炎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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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寄生虫 

与水产品相关、对人类健康危害较大的人畜共患的寄

生虫主要是吸虫(肝吸虫和肠吸虫)、绦虫和线虫。 

肝吸虫和肠吸虫的成虫主要寄生在食用水产品的哺

乳动物如人类、狗、猫、猪等的胆管或胆囊中。虫卵随粪

便排出, 进入水中孵化出毛蚴, 被第一中间宿主螺类吞食

后, 在螺体内发育成尾蚴, 成熟的尾蚴从螺体溢出, 寻找

第二宿主淡水鱼类, 侵入鱼鳃、内脏、鱼鳍、鱼鳞和鱼体

内肌肉形成囊蚴, 终宿主因食用含有囊蚴的鱼而被感染[20]。

肝吸虫会导致患者肝脏受损, 感染并发症含化脓性胆管炎、

胆道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胰腺炎和胆管癌等[21]。肠吸

虫则会导致肠道损伤、肠粘膜炎症、出血、溃疡等。为节

约养殖成本、使用人类和动物的粪便作为池塘肥料以及食

用生鱼片是导致水污染及感染吸虫的主要原因。 

绦虫是一种肠道寄生虫, 与水产品相关的主要是裂

头绦虫。它的成虫主要寄生在人类、食用鱼的野生鸟类以

及哺乳动物(如狗、熊、海狮等)的肠道中, 成虫产生的虫卵

随粪便排出, 在水中孵化出幼虫, 被第一中间宿主桡足类

动物吞食后, 在其间发育为原尾蚴, 桡足类动物被第二宿

主海水鱼或淡水鱼(主要是梭子鱼、鲑鱼、鳟鱼、白鲢鱼、

鲈鱼等)吞食, 原尾蚴在期间发育为全尾蚴, 终宿主因食用

含有裂头绦虫的鱼类而被感染[22]。一般患者感染后不会有

明显的症状, 偶有疲倦、腹泻或便秘症状, 重症则以消化

功能紊乱为主。沿水而建的住所及船只肆意排放污水是水

源污染的主要来源, 而食用生鱼片或盐腌制的水产品是感

染绦虫的原因。 

线虫属主要是异尖线虫和颚口线虫。异尖线虫的终宿

主一般是海洋哺乳动物譬如海豚、鲸鱼、海狮、海象等, 它

的虫卵随哺乳动物的粪便排泄出来, 在水中发育为幼虫, 

被第一中间宿主如虾等甲壳类动物吞食, 而后吞食了甲壳

类动物的鱼类(主要是鲱鱼、鲑鱼、金枪鱼等)得以感染, 哺

乳动物又因为吞食了被感染的鱼类使异尖线虫寄生其体内

并发育为成虫, 人类因食用带有异尖线虫幼虫的鱼类而被

感染[23]。感染者会出现腹痛、恶心、腹泻及过敏等症状。

颚口线虫的终宿主通常是食肉的哺乳动物也包括猫、狗和

猪, 虫卵被终宿主排出后在水中孵化, 其幼虫被桡脚类的

动物吞食后, 桡脚类的动物又被第二中间宿主(鱼类、两栖

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动物)吞食, 终宿主吞食第二中间

宿主后, 幼虫在其体内发育成熟、繁殖、排卵, 在人体内, 

幼虫一般不会发育为成虫, 但它会在人体组织中移动, 当

其侵入中央神经系统时尤为严重[23]。此外, 虫体若寄生于

食管壁, 可引发吞咽困难, 严重者食管形成憩室无法进食。

若寄生于心肺等胸腔器官, 则可引起心脏穿孔、出血、心

力衰竭等。 

3  化学性风险 

水产品的化学性风险是指其本身含有的和外来的各

种有毒化学性物质。引发化学性风险的物质可以分为内源

性和外源性, 内源性毒素是指食品本身含有的对人体有一

定危害的物质, 这些物质可能是食品在生长过程中产生的, 

或者由外界毒素在其生物体内蓄积, 或者是能够引起机体

免疫系统异常反应的物质如过敏原[24]。外源性毒素包括渔

业用药、各种有机及无机污染物以及添加剂等。 

3.1  生物胺 

生物胺(biogenic amine, BA)是一类含氮的有机化合物。

根据化学结构的不同, 生物胺可以分为杂环胺(组胺、色胺

等)、脂肪族(腐胺、尸胺等)、芳香族(酪胺、苯乙胺等)3

种, 与水产品相关的生物胺主要是组胺、酪胺、色胺、腐

胺和尸胺[25]。适量的生物胺有利于人体的健康, 但是当人

体大量摄入生物胺时会使人体中毒, 引发头疼、血压变化、

呼吸紊乱、心悸、呕吐等严重反应[26]。此外, 生物胺的毒

性有相加及协同作用, 即某些生物胺可加剧其他生物胺的

毒性或抑制生物体内的解毒系统。如腐胺和尸胺能通过抑

制生物胺分解酶的活性, 增加组胺和酪胺的数量和毒性[27]。 

以与水产品关系最为密切、毒性最强的组胺为例。许

多水生生物的肌肉组织中含有组胺酸, 尤其是游泳能力强

的鱼类与鲸类肌肉中含量较多, 如鲐鱼、鲭鱼、金枪鱼、

马鲛鱼、长须鲸等, 组胺酸通过组胺酸脱羟酶的脱羟作用

形成组胺。因组胺引发的水产品中毒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水生物存在作为组胺形成基质的游离组氨酸; 水生物存在

能产生组胺酸脱羟酶的细菌; 水产品特征及其存储环境使

生产组胺的细菌得以不断成长; 消费者食用了含有高密度

组胺的水产品[2]。目前各国都制定了鱼类产品组胺含量的

限量标准, 加拿大、瑞士和巴西规定鱼类产品中的组胺含

量不得超过 100 mg/kg;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食品标准法

典规定的限量标准是 200 mg/kg[28]。 

3.2  水生生物毒素 

部分鱼和贝类等水生生物中存在海洋生物毒素, 主

要由浮游植物(主要是藻类)产生的。全世界目前有 5000 多

种海洋浮游藻, 其中约有 70~80 种能产生毒素[29]。藻毒素

在鱼和贝类摄食过程中富集, 人类食用有毒的鱼和贝类, 

出现腹泻、呕吐等各种中毒症状。根据这些毒素所导致的

症状及其毒性作用机制可以分为记忆缺失性贝毒(amnesic 

shellfish poisoning)、原多甲藻酸贝毒(azaspiracid poisoning)、

腹泻性贝毒(diarrhoeic shellfish poisoning)、神经性贝毒

(neurotoxic shellfish poisoning) 、 麻 痹 性 贝 毒 (paralytic 

shellfish poisoning)、西加鱼毒(ciguatera fish poisoning)、河

豚毒素(puffer fish poisoning)及其他海洋生物毒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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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缺失性贝毒的毒素成分是软骨藻酸, 拟菱形藻

是产生软骨藻酸的最主要的微藻。目前已知的 45 种拟菱形

藻中有 19 种能产生软骨藻酸[30]。原多甲藻酸贝毒由原多

甲藻(Protoperidinium crassipes)产生, 中毒症状与腹泻性

贝毒引起的中毒症状非常相似, 表现为恶心、呕吐、严重

的腹泻和胃肠部痉挛等症状[31]。腹泻性贝毒是由有毒赤潮

藻类鳍藻属和原甲藻属中部分藻种所产生的脂溶性多环醚

类生物活性物质, 主要成分为软海绵酸及其衍生物[32]。神

经性贝毒来自于短裸甲藻[33]。麻痹性贝毒主要来源于亚历

山大藻属、裸甲藻属等[34]。西加鱼毒源自于底栖甲藻, 在

经由食物链底栖甲藻-食草性鱼-食肉性鱼的传递过程中, 

毒素不断蓄积, 人类食用了有毒鱼肉后感染该病毒[35]。河

鲀中毒通常是指因食用鲀科类而引发的中毒, 但河豚毒素

不仅存在于河豚属的鱼类体内, 还存在于云斑裸颊虾虎鱼、

蓝环章鱼、东方蝾螈以及海星等海洋生物体内[36]。毒素主

要存在于卵巢、肝脏、皮肤等处。河鲀中毒会出现弛缓性

瘫痪、血压降低、心率失常、呼吸衰竭等症状[37]。 

除了目前已知的与人类中毒事件关系较密切的上述

几类生物毒素之外, 随着科技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海洋生

物毒素被发现和探究, 如环亚胺毒素、螺环内脂毒素、微

囊藻毒素、淡水蓝藻毒素等。 

3.3  水生生物自带的过敏源 

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定鱼、甲壳类动物、蛋、奶、花生、

大豆、坚果和小麦为八大类过敏食品, 其中两大类为水产

品。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水产

品开始在人们的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水产品贸易的全球

化以及交通运输、航运业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水产品的消

费。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加速了源自于水产品的各种物质被

添加于其他食品、药品中。以上种种都潜在地增加了水产

品过敏发生的可能性。水产品过敏原有原肌球蛋白

(tropomyosin, TM)、精氨酸激酶(arginine kinase, AK)、肌球

蛋白轻链 (myosin light chain, MLC) 、肌钙结合蛋白

(sarcoplasmic calcium binding protein, SCP)等[38]。过敏的出

现通常是源自于食用了水产品, 有时吸入蒸煮水产品的蒸

汽或在工作环境加工、接触水产品也会导致过敏。临床表

现为急性荨麻疹、血管性水肿、过敏性腹泻、鼻塞、咳嗽、

哮喘, 严重时能够引发过敏性昏厥[39]。 

3.4  渔业用药 

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 工农业污水汇集导致环境

污染严重, 再加上一些地区养殖密度过高, 饲料质量不好, 

致使水生生物抵抗力低、发病率增加, 为了防病治病、渔

药被大量使用。根据使用目的, 渔药可分为环境改良和消

毒药(如甲醛溶液)、抗微生物药(如磺胺嘧啶)、杀虫驱虫药

(如敌百虫)、调水生动物代谢及生长药(如维生素)、生物制

品(如草鱼出血病疫苗)、微生态制剂(如光合细菌)和中草药

等[40]。人们长期食用含渔药残留的水产品, 药物容易在人

体内蓄积, 导致各器官功能紊乱或病变, 损害肝脏、肾脏、

神经系统等, 还会使人体产生过敏反应, 致畸致癌。此外

细菌的耐药性会通过耐药质粒在彼此间进行传播, 这样渔

药残留就会间接增强人体病原菌的耐药性, 增加治疗困难。 

3.5  有机污染物 

沿海工农业、船舶运输业、石油工业、钻探工程、渔

业的迅速发展, 大量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被排放到江河湖海中, 对环境和人类造成

极大的危害。根据 2001 年 5 月 23 日签署的《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首批列入受控名单的有 12 种

POPs, 包括滴滴涕、氯丹、灭蚁灵、艾氏剂、狄氏剂、异

狄氏剂、七氯、毒杀酚、六氯苯、多氯联苯、二恶英(多氯

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而后又新增了 3 种

杀虫剂副产物和阻燃剂等。由于 POPs 的亲脂性, 使其很容

易在生物体的脂肪内富集。在各种主要有机污染物中, 已

知多环芳烃、多氯联苯、有机氯杀虫剂和石油烃类等有机

物均可以在海洋生物脂肪中积累[41-43]。大多数的 POPs 具

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效应[44]。 

3.6  无机污染物 

无机污染主要是指重金属的污染。这些无机污染物有

的是随着火山爆发、地质异常、地壳变迁、地热活动、岩

石风化等天然过程进入大气、水体、土壤和生态系统的。

有的则是随着工业废水和生产废水, 未经专业处理而被排

放到水环境中, 造成水体环境的重金属污染。水生生物的

整个生命周期均暴露在水环境中, 生物体内对化学污染物

质的富集易受到水体中环境参数的影响, 当水体受到污染

后, 水生生物依旧会通过鳃-水交换、体表吸附和食物摄入

等多种途径摄入水体中的污染物质[45]。重金属污染物是典

型的不容易降解且积累性很强、能够通过食物链从低营养

级生物向高营养级生物转移, 并逐渐在生态系统中积累, 

对人体造成危害, 如有机汞中毒以感知失调、运动失调、

视力障碍、听觉障碍、语言障碍等症状为主, 伴有致畸性, 

铅会影响儿童智力的发育, 对造血系统、神经系统、生殖、

胚胎有很强的毒性等[46]。目前水产品中常见的重金属污染

主要是铝、坤、锡、镉、铅、汞等。当前国际社会对水产

品中的重金属含量都做了限量规定, 如国际食品法典委员

会和欧盟规定, 鱼类产品中铅的限量为 0.3 mg/kg, 韩国鱼

类产品中铅的限量为 0.5 mg/kg, 均高于中国的铅限量[47]。 

3.7  为保鲜保活而使用的添加剂 

水产品在捕捞、运输、存储、加工过程中, 由于受到

摩擦、碰撞、挤压以及因各类工具的接触使用所造成的其

组织外部和内部的机械损伤如磷片脱落、皮肤破裂等, 都

会加快自溶反应、微生物侵入感染和扩散, 从而加速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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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腐败过程, 影响水产品的安全。 

为防止水产品的腐败变质直接导致为了保鲜保活 , 

一些违禁和过量的添加剂被使用, 其残留物容易给人体带

来安全隐患。常见的违禁添加剂有甲醇、工业碱、染料、

工业双氧水、吊白块、丁香酚等。以丁香酚为例, 丁香酚

对鲜活水产品具有良好的麻醉效果, 可以有效降低活鱼的

氨氮排放、代谢速率、游动行为和应激效应, 提高存活率

和运输密度, 因此, 少数从业人员为提高活鱼存活率, 减

少经济损失, 在鲜活水产品收贮运环节使用丁香酚作为鱼

用麻醉剂, 而过量的丁香酚残留则有致敏、致癌、致突变

的效果[48]。此外, 甲醇, 作为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致畸

和致癌物质, 也经常被作为防腐剂、漂白剂添加到水产品

中去。 

4  物理性风险 

水产品的物理性危害主要发生在水产品的养殖、捕捞、

加工、包装、运输和存储的各个阶段, 来源多样。如鱼类

产品在剔骨加工时残留在鱼肉中的截断的鱼刺, 贝类产品

去壳时残留的贝壳碎片, 蟹肉加工时残留的蟹壳碎片等。

食品加工金属机械设备如切割、搅拌、包装等设备上脱落

的金属碎片、钢锯碎末、不锈钢丝、注射针、以及在加工、

包装、存储过程中涉及到的玻璃设备及器具导致的玻璃碎

片的残留。水产品养殖过程中可能误食的金属碎片、铁丝、

针类碎片, 捕捞过程中残留的鱼钩针尖等。 

物理性危害对造成人类的安全风险主要包括割破或

刺破口腔、咽喉、肠胃的组织, 损坏牙齿和牙龈, 卡住咽

喉、食道、气管造成窒息等。 

5  气候变化对水产品安全的影响 

19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 随着现代化社会过多燃烧化

石燃料(煤炭、石油等), 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臭氧、

一氧化二氮、氟里昂等气体不断增长, 加上森林植被的大

量破坏, 全球气候变暖。 

气温上升会影响全球的生态平衡, 从而导致热浪、暴

雨、台风、洪涝、干旱等危害性天气的发生。一项针对南

美沿海地区的调查显示, 一些灾难性天气会导致海水温度、

盐度发生变化, 从而促进了副溶血性孤菌及创伤孤菌的繁

殖, 增加了与之相关疾病爆发的几率[49]。 

全球变暖也会导致海水温度升高。水生生物对化学污

染物的吸收受温度的影响, 据调研水温每上升 1 ℃, 鱼和

贝类对甲基水银的吸收增加 3%~5%[50]。此外水温升高也

会导致病菌富集。 

海水温度升高还会通过对藻类产生影响进而威胁水

生生物的安全。当海水表面温度超过夏季最高温度并持续

几个星期时, 珊瑚会因其共生藻类的色素及密度减少而出

现白化现象[51]。很多海洋生物依赖珊瑚礁提供食物并将其

作为卵孵化的栖息地。珊瑚白化使其更易受到病原微生物

的感染, 进而影响水生生物的安全。 

6  加强水产品安全的措施及建议 

上述对水产品风险来源的分析可以看出, 水产品的

安全风险存在于养殖环境、生产、加工、贮存、运输及消

费食用的全过程, 因此要确保其安全的相关措施也需要贯

穿于水产品生产至消费的始终。 

6.1  加强水产品养殖环境的检测及管理, 建立示范

性养殖基地 

养殖环境是水生物生长和繁衍的场所, 是其赖以生

存的基础, 优良的养殖环境直接关系到水产品的安全及可

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对水产品养殖环境进行定期检测、

综合治理, 控制外源性污染, 科学规划养殖环境, 合理调

整养殖密度、推进示范性养殖基地的标准化建设。 

6.2  加大对水产品安全检测技术的投入, 建立完善

的检测体系 

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在设备、技术研发上的优势, 加

大对水产品安全检测技术的投入。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

同时, 加强指导水产品企业、协会、地方相关民间组织、

机构等积极参与到检测标准的制订和检测技术的改进中。 

6.3  加强对水产品化学投入品的控制, 确保抽样检

测和监督检查的制度化、规范化 

水产品从生产、加工到储运的各个环节都不可避免的

涉及化学品的投入。因此为了确保化学投入品得到规范科

学的使用, 可以建立水产品化学投入品生产企业登记制度、

销售企业专营专供制度, 形成对水产品化学投入品产、供、

销全程有效控制体系, 同时定期进行抽样检测, 使其制度

化、规范化, 以确保水产品的安全。 

6.4  加强水产品安全的培训及科普宣传工作, 开通

服务热线 

我国当前的水产品生产和加工规模化程度较低, 部

分养殖和加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经常违规操作, 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一线养殖、加工和管理

人员的水产品安全法律法规、滥用药物的危害等知识的培

训, 同时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扩大宣传, 设立公共信息

平台, 定期发布水产养殖、加工相关科技信息, 开通电话

热线服务等。  

6.5  建立可追溯制度, 强化水产品的安全执法 

建立水产品可追溯制度, 即实现水产品从“养殖场到

餐桌”全过程的信息跟踪, 包括养殖环境、投入品、生产者、

加工者、包装、贮存、运输、销售等, 这样一方面可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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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水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行为主体责任, 另一方面也

有助于消费者了解水产品从养殖场到市场的全过程信息,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健全水产品每一阶段的安全监

管岗位责任制度, 确保执法的高效、合理。 

6.6  建立监控、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以及突发事件

的应急控制体系 

按照“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原则, 依据水产品养殖、

销售区域获取的各类信息, 对其进行风险评估, 判断其严

重程度, 及时向政府、养殖人员及公众等发出预警, 以期

有效的预防、控制及化解水产品安全风险, 同时建立突发

事件的应急管理机制及工作透明机制, 及时告知公众事态

发展进程, 最大限度的减少负面影响。 

7  结  语 

中国是主要的鱼品生产国, 也是自 2002 年起鱼和渔

业产品的最大出口国之一, 中国渔业产品进口也在不断增

长, 自 2011 年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国。因此, 

全方位了解水产品安全风险来源, 采取措施确保“从养殖

场到餐桌”全过程的水产品安全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不仅关乎人们的身体健康、还关乎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及水

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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